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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产业集聚外部性出发，结合产业发展周期理论，借助2008—2015年我国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双重门槛效应，当产业集聚水平分别位于第一、第三区间时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正外部性，位于第二门槛区间时对雾霾污染表现为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2）环境规制力度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进而提出注重产业集聚动态演进变化、动态调整产业集聚水平，制定严苛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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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reshold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Haze Pollution：Taking 73 PM2.5 Key Monitoring Cities of Chin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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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ternalit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yc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aze pollution by using panel data of 73 PM2.5 monitoring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5.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haze pollution. Whe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 i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range,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xternality to haze pollution; at the second threshold, the haze pollution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ut not significant.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haze pollution. The paper then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uch as dynamically adjust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ormulate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guid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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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13年以来，雾霾污染的加剧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雾霾治理刻不容缓。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产业集聚现象，也极大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却伴随着雾霾天气的频率增加。究竟产业集聚能否改善雾霾污染程度，这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近年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方面，形成较多有益的结论：（1）较低的产业集聚可能呈现负外部性 [1]。（2）产业集聚可能带来区域创新，区域创新是节能减排的主要动力 [2]。（3）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动态演变过程。一方面，产业集聚有利于开展合作与学习，促使学习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进而促使节能环保技术的扩散，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集聚区内企业相比同一产业更具竞争优势，对于集聚区外的企业进入到内部就构成了较高的壁垒，使得低端企业和低端产业链无法进入集聚区内，间接地促进污染减排。因此，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对于目前大规模出现的雾霾天气，也值得我们思考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是否也有这种关系。似乎从表象看来产业集聚加剧了雾霾污染[3]，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产业集聚可能具有门槛效应，较高的产业集聚可能具有正向外部性，进而带来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减弱集聚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有效缓解雾霾污染。特别是在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等改革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提倡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我国正经历产业集聚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重新审视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外部性影响。因此，探寻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对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与雾霾治理相协调具有现实意义，为雾霾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支撑。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73个重点监测城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产业集聚是否对雾霾污染有非线性影响，以期对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并取得较多有益的结论：（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存在。宋锋华[4]和李鹏涛[5]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直至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环境污染将得到改善。但也有部分学者实证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并非传统的倒U型曲线，而是呈现“U型 + 倒U型”“倒U型 + U型”、N型或倒N型波浪式曲线 [6-9]。（2）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理论，即描述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同步变化的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从而量化分析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脱钩理论也因此很快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性的工具。不难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先于脱钩理论出现，二者既有差别又相互联系。我国学者也在开始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有益尝试，如夏勇等[10]发现EKC所呈现出的倒U型曲线特征也在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曲线中得以体现，而倒U型EKC的拐点正好位于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作为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集聚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这种中间型组织既具备市场的优势，同时也拥有在企业内部的优势。究竟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产业集聚有利于减轻“污染天堂”效应 [11]。产业集聚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资源配置，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促进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减少能源利用的效率损失，从而减少污染，节能减排 [12-13]；但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正外部性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在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14]。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会加剧环境污染。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主要通过产出规模、结构以及效率等效应来体现，而其中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产出规模[15]。
但是，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只有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规模时才会得以体现，即当其规模跨过特定的门槛值时，其原有的负外部性会被正外部性所抵消，进而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12-13，16]。那么，对于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产业集聚是否也有同样的结论？因此，探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有着现实意义。
1.2  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相关研究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成果，但大多停留在环境污染中“三废”等方面，而对于大气污染特别是民众高度关注的雾霾污染还较少涉及。其中，已有文献中关于大气污染与经济集聚研究较多，经济集聚可能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17-19]。此外，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0-22]。其中，陈开琦等[23]研究认为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雾霾污染的根本诱因；而吴建南等[24]发现能源结构固化、产业结构扭曲等是造成雾霾污染的外在因素。
综上所述，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已经得到大多学者的关注，但对于雾霾污染较少涉及：（1）研究层面大多集中于省域层面，探究省级以下层面雾霾治理路径对城市大气治理更具现实意义；（2）以往研究限于数据可得，大多用PM10刻画雾霾污染程度，但PM2.5更具客观性；（3）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中“三废”的影响，对于民众高度关注的雾霾污染还较少涉及。因此，本文以我国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为样本，探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实证检验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以期对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关于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理论分析多是由Copeland-Taylor模型得出企业排污表达式，本文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

模型公式及有关变量和参数（含图表内），须采用文本可编辑格式（请使用word2007及以上版本），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且请注意凡变量应用斜体，常数项为正体，字级保持统一；此外，千位及以上数值采取用空格隔开的三位分节法表示，乘号统一使用“×”。

现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企业为生产产品X需投入的要素有劳动L、资本K和生产技术A，生产的同时排放有毒烟尘污染物（雾霾污染的主要来源）Z，在产权明晰的背景下企业需为排放有毒烟尘污染物负担的成本，即排污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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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于治理雾霾污染排放投入的生产要素占比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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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企业产生外部性，集聚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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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影响企业产出，此时生产函数为：
注意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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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代入式（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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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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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雾霾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式（4）来得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决定了二者之间呈现出这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一方面，产业集聚正外部性可以改善雾霾污染。集聚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新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经典理论都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具有正外部性，进而改善雾霾污染。集聚经济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加大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知识溢出与清洁环保技术的扩散。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企业间的前向、后向联系，减少交易费用，从而间接增加了企业对环保清洁技术创新的投资；此外，企业之间的前向、后向关联促使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都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创新理论认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营造创新的环境，并无形中给企业带来一种创新的压力，促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革创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使得集聚区内的企业有竞争力，具有相对不可替代性，集聚区外的企业想要进入该区域有一定的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挤创新能力不足的低端产业的进入，反向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进而改善雾霾程度。具体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正外部性影响路径

另一方面，产业集聚高速发展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重度雾霾天气被频繁报道，可见产业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雾霾污染。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会引起企业规模的扩张，过度的扩张容易引发企业在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带来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加剧雾霾污染。此外，产业集聚区经济活动密度大，存在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充分发掘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在产业结构和产品多样性上均依附于周边地区的需求，即集聚区生产周边地区需求的产品，供周边地区消费，生产在集聚区，那么雾霾污染也会留在集聚区内，造成集聚区空气质量恶化加剧。具体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负外部性影响路径

综上所述，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质在于其外部性，主要是由产业集聚水平特征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是其与雾霾污染之间所呈现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产业集聚水平。

根据产业集聚生命周期假说，产业集聚处于发展初期时，集聚规模不断扩大，集聚区内知识溢出效应凸显，产业集聚有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一旦产业集聚规模过度扩张，集聚区内企业拥挤，产业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恶性竞争，导致集聚区内企业拥挤效应和劳动力拥挤效应频频出现，此时，产业集聚就会如同“恶性肿瘤”，成为极大的隐患，随时可能引致大规模的雾霾污染；当产业集聚发展到成熟稳定状态时，集聚规模趋于稳定，企业相互合作、不断推广技术和相互交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集聚区内知识溢出效应明显，激励企业清洁生产技术不断创新，集聚效应通过正的外部性对雾霾污染发生作用，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本下降。

不难看出，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伴随产业集聚生命周期，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在不同门槛区间产业集聚表现为不同的外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当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时，集聚区内交易费用较小，知识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明显，企业清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集聚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
假设3：当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时，集聚区内企业拥挤效应突出，企业清洁技术暂缓创新，产业集聚可能会加剧雾霾污染。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201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 PM2.5 和臭氧作为新的监测指标，2013年发布了第一阶段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74个重点城市，具有较强代表性，因此本文以 2008—2015年对PM2.5进行监测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73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拉萨部分数据严重缺失，因此剔除）。其中，PM2.5浓度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全球PM2.5卫星栅格数据，产业集聚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6年），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6年）和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数据库（2008—2015年），相应变量通过CPI、GDP指数平减，运用Stata14.0进行实证分析。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雾霾污染（Pm）。PM2.5普遍被认为是雾霾污染的首要“元凶”，因此，本文以城市PM2.5年均浓度（单位为μg/m3）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卫星监测数据进行解析，利用Arcgis软件准确提取了2008—2015年73个重点监测城市的PM2.5浓度的年均数值，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3.2.2  解释变量
产业集聚（Agg）。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主流方法有以下几类： E-G指数、空间基尼系数、DO指数、行业集中度和区位熵指数，但胡健等[25]研究指出，任何方法都不具备普适性， 在实际测度时应结合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选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测度分析。鉴于本文以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为例研究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因此选取区位熵对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的产业集聚进行测度，作为后续实证分析的主要解释变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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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子表示i行业j地区的市场规模Xij与j地区全行业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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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分母表示总地区各行业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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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地区全行业的市场规模
[image: image14.wmf]å

å

i

j

ij

X

之比。Agg大于1，表示j地区i行业的产业集聚情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相对优势；Agg小于1，表示j地区i行业的集聚情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等于1则处于均势。
3.2.3  门槛变量
产业集聚（Agg）。借鉴刘小铁[26]补文献著录、杨仁发[16]、原毅军等[12]的研究，本文选用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同，采用区位熵指标衡量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产业集聚的大小。
3.2.4  控制变量
（1）环境规制（Regu）。政府加大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企业环境规制的关注越来越密切，促使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这将削弱雾霾污染的影响。环境规制大小直接反映地区财政在环保支出的多少，因此采用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大小。
（2）相对经济发展水平（Gdp）。环境质量高低始终与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地区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从而影响雾霾污染的大小。借鉴东童童[27]补文献著录的做法，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占全国均值的比例表示相对经济发展水平。
（3）产业结构（Is）。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初期，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较大，雾霾污染排放普遍；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后来居上，经济发展也主要来源于创新驱动和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削弱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
（4）科技进步水平（Tech）。纵观以往研究，Prakash等[28]和Wang等[29]认为科技进步水平有利于提升清洁环保技术，从而减少雾霾污染的排放；而宋马林等[30]的研究证明科技进步水平并未改善环境状况，反而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本文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科技进步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具体控制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控制变量定义及说明

	名称
	代号
	含义
	单位

	环境规制
	Regu
	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
	万元

	相对经济发展水平
	Gdp
	人均GDP比全国均值
	%

	产业结构
	Is
	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GDP的比重
	%

	科技进步水平
	Tech
	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


3.3  门槛模型设定
借助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以产业集聚水平为门槛变量设定基本的非线性单门槛模型1：注意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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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为门槛变量，Z为控制变量，I（#）为指示函数，
[image: image16.wmf]g

为特定的门槛值，由所选样本数据内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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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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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变量回归系数和随机扰动项，
[image: image19.wmf]1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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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产业集聚水平低于或大于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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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回归系数。
进一步，如果存在两个门槛值，以产业集聚水平为门槛变量设定非线性双重门槛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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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中符号含义与单门槛模型基本一致。若模型存在3个门槛值，进一步需要将模型改进为三重门槛模型，改进方法与上述一致，因此不再赘述。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为了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m
	584
	4.06
	0.40
	2.94
	4.70

	lnAgg
	584
	－0.10
	0.45
	－1.43
	2.55

	lnRegu
	584
	5.02
	1.01
	2.19
	8.43

	lnGdp
	584
	－6.61
	0.50
	－7.76
	－3.91

	lnTech
	584
	－3.86
	0.71
	－6.53
	－0.99

	lnIs
	584
	－0.82
	0.19
	－1.39
	－0.23


门槛回归模型要求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因此为避免伪回归，需要在门槛回归之前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虑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同时采用同质面板单位根假设的LLC检验以及异质面板单位根假设的Fisher-ADF及LM检验。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
	Fisher-ADF检验
	LM检验

	
	水平序列
	一阶差分
	水平序列
	一阶差分
	水平序列
	一阶差分

	lnAgg
	－13.22***（0.00）
	－8.07***（0.00）
	10.05***（0.00）
	7.61***（0.00）
	14.88***
（0.00）
	11.93***（0.00）

	lnRegu
	－4.94***
（0.00）
	－10.50***（0.00）
	16.79***（0.00）
	9.43***
（0.00）
	16.69***

(0.00)
	8.16***（0.00）

	lnGdp
	－9.32***
（0.00）
	－9.17***

(0.00)
	20.64***（0.00）
	12.47***（0.00）
	2.18***（0.01）
	4.56***（0.00）

	lnTech
	－11.36***（0.00）
	－11.68***

(0.00)
	17.85***（0.00）
	10.79***（0.00）
	6.11***（0.00）
	7.67***（0.00）

	lnIs
	3.67

（1.00）
	－15.04***
(0.00)
	12.74***（0.00）
	12.75***（0.00）
	22.60***
(0.00)
	12.14***（0.00）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下同
具体来看，LLC检验中除产业结构外，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大多呈现出平稳的态势，经过取差分后均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均呈现平稳性；而Fisher-ADF及LM检验中，各变量在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中均呈现出平稳态势。因此，满足门槛回归变量平稳性要求。
4.2  门槛效应检验
确定产业集聚的门槛水平必须在样本数据存在门槛效应的前提下进行，为此，首先对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并估计具体的门槛水平。根据Hansen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利用自举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确定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水平。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的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结果
	变量

类型
	模型
	F值
	P值
	BS

次数
	门槛估计值
	95%置
信区间
	临界值

	
	
	
	
	
	
	
	10%
	5%
	1%

	产业
集聚
	单一门槛
	6.64***
	0.01
	1 000
	－0.51
	[－0.80 0.67]
	2.52
	3.52
	6.32

	
	双重门槛
	7.20***
	0.01
	1 000
	－0.56
	[－0.59 0.43]
	2.60
	3.66
	8.36

	
	三重门槛
	1.34
	0.14
	1 000
	— 
	· 
	· 
	· 
	· 


不难看出，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具体来看，双重门槛模型中产业集聚的门槛估计值分别是－0.51和－0.56，对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0，0.67)和（－0.59 0.43），均集中于一个较狭窄区间内。因此，产业集聚的门槛测算值和真实值一致。具体门槛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与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估计
	固定效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lnAgg<－0.56
	－0.07*
	－1.85
	—
	—

	－0.56<lnAgg<－0.51
	0.05
	1.44
	—
	—

	lnAgg>－0.51
	－0.07**
	－2.57
	—
	—

	lnAgg
	—
	—
	－0.05**
	－2.11

	lnRegu
	－0.02***
	－2.74
	－0.02***
	－2.66

	lnGdp
	0.03
	1.31
	0.02
	1.43

	lnTech
	－0.02
	－1.52
	－0.02*
	－1.75

	lnIs
	－0.07
	－1.04
	－0.06
	－0.82

	cons
	4.23***
	23.45
	4.17***
	32.60

	F
	5.41***
	—
	3.35***
	—


从表5的估计结果不难看出，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门槛变量估计值分别为－0.56和－0.51。由此，可将样本分为3组进行分析，分别为低产业集聚水平（lnAgg<－0.56）、中产业集聚水平（－0.56<lnAgg<－0.51）和高产业集聚水平（lnAgg>－0.51）。

具体来看，当产业集聚分别处于低产业集聚水平和高产业集聚水平时，即lnAgg小于
－0.56和大于－0.51时，回归系数分别为－0.07和－0.072，产业集聚在10%和5%水平下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产业集聚水平每提升1%，雾霾污染程度分别降低7%和7.2%，此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正外部性，可能原因在于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一方面，产业集聚加大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促进了企业间的前向、后向联系，减少交易费用，间接增加了企业对环保清洁技术创新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前向、后向关联促使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有利于营造区域创新环境，加速企业进行技术改革创新，从而促进知识溢出与清洁环保技术的扩散，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此外，产业集聚还可能使得集聚区内的企业有竞争力，具有相对不可替代性，集聚区外的企业想要进入该区域有一定的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挤创新能力不足的低端产业进入，同样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综上所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使得产业内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更加有效地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了生产技术含量，其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可以有效降低单位产出污染排放量，从而使雾霾污染状况得以缓解和改善。当产业集聚处于中产业集聚水平，即lnAgg位于－0.56和－0.51之间时，回归系数为0.05，但并不显著，表明产业集聚可能对雾霾污染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技术溢出效应在产业集聚中的体现并不明显，而规模效应在产业集聚中的主导作用会导致产能扩张，因此可能会加剧雾霾污染，但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雾霾治理应当建立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实现精准制霾。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环境规制力度与雾霾污染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力度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小。随着社会公众对雾霾污染的关注越来越高，以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政府不断加大雾霾治理投入、提升环境规制力度，促使企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和水平，改善并缓解雾霾污染状况。

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雾霾污染关系并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号可以反映一定的意义，经济发展水平对雾霾污染表现出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对雾霾污染均表现出负向影响。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剧了雾霾污染，但随着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贯彻纵深，进一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逐步建立起绿色转型、产业调整和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显成果；然而，雾霾治理周期长、见效时间长，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成效需要在一个较长的窗口期才能凸显，地方政府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打赢蓝天保卫战。

进一步为了对比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线性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进行固定效应线性估计。总体来看，现阶段产业集聚水平与雾霾污染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然而并未考虑集聚水平差异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同集聚水平导致不同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而影响雾霾污染，因此，仅以线性回归分析可能遗漏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非线性影响等重要解释。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作用机理出发，梳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文献，借助2008—2015年我国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所存在的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双重门槛特征。当产业集聚分别处于低产业集聚水平和高产业集聚水平时，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正外部性，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使得产业内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更加有效地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了生产技术含量，其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可以有效降低单位产出污染排放量，从而使雾霾污染状况得以缓解和改善；当产业集聚处于中产业集聚水平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表现为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技术溢出效应在产业集聚中的体现并不明显，而规模效应在产业集聚中的主导作用会导致产能扩张，可能会加剧雾霾污染，但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雾霾治理应当建立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实现精准制霾。（2）环境规制力度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随着社会公众对雾霾污染的关注越来越高，以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政府不断加大雾霾治理投入、提升环境规制力度，促使企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改善并缓解雾霾污染状况。

依据实证结果，要想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打赢蓝天保卫战，关键在于：（1）注重产业集聚动态演进变化，动态调整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水平过高或过低对雾霾治理具有正外部性，应当充分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鼓励技术创新；产业集聚水平位于第二区间时，则应采取有效措施动态调整产业集聚水平，促使产业集聚发挥正外部性作用。此外，应当建立常态化区域协作机制，实现精准制霾。（2）地方政府应当制定严格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产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强度越高，重污染产业生产运营成本加大，迫使其进行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甚至重新进行区位选择，从而提高本地区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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